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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景龙修文馆学士及文学活动考论
胡　旭　胡　倩
摘　要：唐中宗景龙年间设置修文馆学士一事，见载于多种典籍，但矛盾之处颇多，似乎没有绝对准确
的记载。通过对相关典籍的比勘考证，可知景龙二年、三年、四年皆有选任修文馆学士之事，在这三年中任
过学士的共有二十九人，与《玉海》叙录《景龙文馆记》所云学士数吻合。但《绀珠集》、《类说》、《唐会要》、
《新唐书》等典籍中所说的“大学士四人，学士八人，直学士十二人”，只是景龙二年设置修文馆时计划员数，
在随后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三类学士的确切员数都与原计划不符。景龙修文馆学士重形式尚技巧的宫廷
文学创作活动，虽然在当时影响甚大，在唐代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但总体上价值不高，某种程度上阻碍了
初盛唐文学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景龙；修文馆学士；宫廷文学；盛唐文学
一、相关文献梳理
关于唐中宗景龙年间（７０７ ７１０）修文馆学士设置的材料，最早见于唐人武平一《景龙文馆记》①，
此书久佚，但相关佚文在宋代《绀珠集》、《类说》等书中尚有残存，如前者云：
　　唐中宗景龙二年，置修文馆学士。大学士四人，象四时；学士八人，象八节；直学士十二人，
象十二月。游宴悉预，最为亲近也。②
这则材料中，学士总员数二十四。《旧唐书·中宗纪》的记载，则有所不同：
　　（景龙二年夏四月）癸未，修文馆增置大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③
这则记载的明确信息是修文馆设置学士的时间是“四月癸未”，员数为“大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
员”，总员数二十。
随后，比较详实的记载，见于《唐会要》卷六十四：
　　至景龙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修文馆增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征攻文之士
以充之。二十三日，敕中书令李峤、兵部尚书宗楚客并为大学士。二十五日，敕秘书监刘宪、中
书侍郎崔湜、吏部侍郎岑羲、太常卿郑愔、给事中李适、中书舍人卢藏用、李乂，太子中舍刘子玄，
并为学士。五月五日，敕吏部侍郎薛稷、考功员外郎马怀素、户部员外郎宋之问、起居舍人武平一、
国子主簿杜审言并为直学士。十月四日，兵部侍郎赵彦昭、给事中苏颋、起居郎沈佺期并为学士。④
仔细解读这一记载，值得注意的信息如下：首先，景龙二年（７０８）四月二十二日，修文馆增置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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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及员数的计划出台。其次，仅仅过了一日（四月二十三日），中书令李峤和兵部尚书宗楚客并为
修文馆大学士。也就是说，此时只设立二名大学士，尚有二名空缺。再次，又过了二日（四月二十五
日），修文馆学士人选出台，他们是：刘宪、崔湜、岑羲、郑愔、李适、卢藏用、李乂、刘子玄，正好八人，符
合既定员数。复次，又过了十日（五月五日），修文馆直学士人选出台，他们是：薛稷、马怀素、宋之问、
武平一、杜审言，只有五名人选。最后，差不多又过了五个月（十月四日），赵彦昭、苏颋、沈佺期一起
递补为学土。
比《唐会要》稍晚的《新唐书·文艺中·李适传》，亦有相关记载：
　　中宗景龙二年，始于修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象四时、八节、十二月。
于是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为大学士，适、刘宪、崔湜、郑愔、卢藏用、李乂、岑羲、刘子玄为
学士，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为直学士，又召徐坚、韦元旦、徐彦
伯、刘允济等满员。其后被选者不一。①
这则记载看起来很清楚、系统，后为《唐诗纪事》所本，越发流传深广。大学士四人、学士八人，皆有具
体对应，直学士对应了十一人，少了一个。
《资治通鉴》卷二○九《唐纪二十五》亦记此事：
　　夏，四月，癸未，置修文馆大学士四员，直学士八员，学士十二员，选公卿以下善为文者李峤
等为之。②
此处直学士员数与学士员数与上文诸则记载相较，正好颠倒。
《玉海·艺文》叙录《唐景龙文馆记》云：
　　中宗景龙二年，诏修文馆置大学士、学士、直学士凡二十四员，赋诗赓唱，是书咸记录为七
卷。又学士二十九人传，为三卷。记云大学士四人，象四时；学士八人，象八节；直学士十二人，
象十二时。③
这个记载非常重要，虽然规定学士总数为二十四员，但《景龙文馆记》中“传”的部分却出现了二十九
位学士，这是此前文献没有提及的。
综合以上记载，可归纳出如下信息：首先，诸文献或云“置”，或云“始置”，或云“增置”，三个词语
意义是不同的，个中真相，不应含糊，尚需揭示。其次，各文献记载修文馆学士员数有偏差。《新唐
书》记载三类学士二十三人，较理论员数二十四人少一人；《唐会要》记载三类学士十九人，较理论员
数少五人；《玉海》云学士有二十九人，较理论员数多五人。第三，景龙年间修文馆学士的设置，是有
步骤的，这一点《唐会要》的记载相对详赡，有一定说服力，其他文献在这一方面给后人带来一些误
导。第四，学士种类尚有分歧。《旧唐书》只云大学士和直学士两类，其他记载则分为大学士、学士、
直学士三类。第五，各类学士的员数不同，《旧唐书》云大学士八名，其他文献云大学士四名。《资治
通鉴》云直学士八员，学士十二员，而其他文献皆云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正好相反。第六，某些
人选究竟属于何类学士，记载有互为矛盾之处。如《新唐书》云赵彦昭为大学士，《唐会要》则云赵彦
昭为学士；《新唐书》云韦嗣立为大学士，《唐会要》则未提及此人；《新唐书》云沈佺期为直学士，《唐会
要》却云沈佺期为学士；《新唐书》不提及苏颋，《唐会要》却云苏颋为学士。
相关问题错综复杂，深入考证十分必要。
二、景龙修文馆学士入选时间及总员数考辨
《唐会要》所记修文馆学士十八人，《新唐书》所记修文馆学士二十三人，将两者所记合在一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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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二十四人，即李峤、宗楚客、刘宪、崔湜、岑羲、郑愔、李适、卢藏用、李乂、刘子玄、薛稷、马怀素、宋之
问、武平一、杜审言、赵彦昭、苏颋、沈佺期、韦嗣立、阎朝隐、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刘允济。《唐会要》
所记十八位学士，入选时间比较明确，《新唐书》所记的韦嗣立、阎朝隐、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刘允济
入选学士的时间，尚不明了，当进行考察。
韦嗣立。两《唐书》本传不云韦嗣立为修文馆学士，然张说《东山记》云：“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
品、修文馆大学士韦公……是日即席拜公逍遥公，名其居曰清虚原幽栖谷。”①此韦公即韦嗣立，其拜
逍遥公一事，诸书皆云在景龙三年（７０９）十二月②，因为修文馆大学士一般为宰相，而韦嗣立始为宰相
在景龙三年二、三月间③，所以他为修文馆大学士的时间，或当与此同步，不会迟得太久。
阎朝隐。两《唐书》本传不云阎朝隐为修文馆学士。《唐诗纪事》卷十一《授著作郎直学士制》云：
“朝隐夜光成宝，朝阳擢秀。文高一变，艺总三端。承顾问于鸾掖，掌图书于麟府。顷属播迁，获返班
序，方来石室分曹，已参于著述；金门直事，俾崇于伸奖。可修文馆直学士。”④此“制”何时所下，当可
拟测。《旧唐书》本传云：“（张）易之伏诛，坐徙岭外。寻召还。先天中，复为秘书少监。”⑤《新唐书》本
传云：“景龙初，自崖州遇赦还，累迁著作郎。先天中，为秘书少监，坐事贬通州别驾，卒。”⑥但考察景
龙年间唐中宗与修文馆文士集体活动，可以发现直到景龙二年（７０８）十二月十九日游禁苑活动时，才
出现阎朝隐的身影⑦，其为修文馆直学士当在此前后。联系杜审言卒于是年十月⑧，阎朝隐递补为修
文馆直学士的可能性极大。
徐坚。张九龄《大唐故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集贤院学士赠太子少保东海徐文公神道碑铭并序》
云：“（神龙）二年，敕公修则天圣后实录及文集等，绝笔，中宗嘉之……迁刑部侍郎，加秩银青光禄大
夫，转礼部侍郎，兼判戸部。”⑨《新唐书·儒学中·徐齐聃传》附《徐坚传》云：“俄以礼部侍郎为修文馆
学士。”瑏瑠考察景龙中修文馆学士活动及作品系年情况，发现徐坚景龙二年（７０８）秋季与宋之问、李适、
李乂、卢藏用、薛稷、马怀素同作《饯许州宋司马赴任》瑏瑡，诸人皆修文馆学士，从徐坚官职及深得唐中
宗赏识的情况来看，其时他可能已经成为修文馆学士。
韦元旦。《旧唐书》无传，亦未提及。《新唐书·文艺传》为其立传甚略，虽然《新唐书·李适传》
云其为修文馆学士，但本传却没有提及，只云“舅陆颂妻，韦后弟也，故元旦凭以复进云”瑏瑢，把韦元旦
与韦后的关系作了交代，说明其进阶之由。考韦元旦参与修文馆学士活动及作品系年情况，他在景
龙二年（７０８）十二月曾与李适、阎朝隐、沈佺期、卢藏用、马怀素、崔日用等侍唐中宗游禁苑，疑其时已
为学士。
徐彦伯。《旧唐书·徐彦伯传》云：“入为工部侍郎，寻除卫尉卿，兼昭文馆学士。景龙三年，中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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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拜南郊，彦伯作《南郊赋》以献，辞甚典美。”①《新唐书·徐彦伯传》云：“会郊祭，上《南郊赋》一篇，辞
致典缛。擢修文馆学士、工部侍郎。”②二者的差异在于：《旧唐书》云徐彦伯作《南郊赋》前，已为修文
馆学士；《新唐书》则云徐彦伯因《南郊赋》写得好，才被擢为修文馆学士。考两《唐书·中宗纪》，“南
郊”事在景龙三年（７０９）十一月。《唐诗纪事》卷九云：“（景龙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幸温泉宫，敕蒲州
刺史徐彦伯入仗，同学士例。”③后二者时间、空间都吻合，当无疑。至于《旧唐书》云徐彦伯为“昭文馆
学士”，大概因其较其他学士任职时间长，在景云二年“修文馆”改为“昭文馆”时，依然在职。然即便
如此，这样书写也甚不妥。
刘允济。《旧唐书·文苑中·刘允济传》云：“中兴初，坐与张易之款狎，左授青州长史，为吏清
白，河南道巡察使路敬潜甚称荐之。寻丁母忧，服阕而卒。”④《新唐书·文艺中·刘允济传》云：“坐二
张昵狎，除青州长史，有清白称，巡察使路敬潜言状。以内忧去官。服除，召为修文馆学士，既久斥，
喜甚，与家人乐饮数日，卒。”⑤路敬潜巡察青州，在神龙元年（７０５）八月⑥，刘允济母亡在其后，究竟何
时亦不详。《新唐书·李适传》既云刘允济与徐坚、韦元旦、徐彦伯等为递补，且排于末座，其为修文
馆学士不当早于诸人。《册府元龟》卷八九五云：“唐刘允济为青州刺史，中宗景龙四年征为修文学
士，录才行至道，病卒，深为时人惜之。”⑦说刘允济为青州刺史是错误的，但云刘允济景龙四年（７１０）
被召为修文馆学士，却与事实相距不远⑧。刘允济虽然被召为修文馆学士，但未及到任就去世了。遍
考修文馆学士活动与相关诗文，皆无刘允济，可见他虽称修文馆学士，但景龙年间并未进入过修
文馆⑨。
通过上述梳理，不难看出，此六人都是递补进入修文馆为学士的，徐坚、阎朝隐、韦元旦入选于景
龙二年（７０８），韦嗣立和徐彦伯入选于景龙三年（７０９），刘允济入选于景龙四年（７１０）。
除了《唐会要》和《新唐书》记载的二十四位学士以外，景龙年间还有一些人任过修文馆学士，他
们是李迥秀、褚无量、韦湑、崔日用、张说。为理清相关线索，亦作简考。
崔日用。《旧唐书·崔日用传》云：“时宗楚客、武三思、武延秀等递为朋党，日用潜皆附之，骤迁
兵部侍郎兼修文馆学士。”瑏瑠《新唐书·崔日用传》说得更详细：“时诸武若三思、延秀及楚客等权宠交
煽，日用多所结纳，骤拜兵部侍郎。宴内殿，酒酣，起为《回波舞》，求学士，即诏兼修文馆学士。”瑏瑡《唐
会要》卷五十五载：“景龙三年，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曰：‘酒酣各为《回波词》。’众皆为谄佞之文，及自
邀荣位。”瑏瑢《唐诗纪事》卷十：“上宴日，日用起舞，自歌云：‘东馆总是鹓鸾，南台自多杞梓。日用读书
万卷，何忍不蒙学士？墨制帘下出来，微臣眼看喜死。’其日以日用兼修文馆学士，制曰：‘日用书穷万
卷，学富三冬。’日用舞蹈拜谢。”瑏瑣《资治通鉴》卷二○九系此类事发生于景龙三年（７０９）二月，崔日用
为修文馆学士当始于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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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九十四《徐彦伯传》，第３００６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一四《徐彦伯传》，第４２０２页。
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卷九，第２６３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中《文苑中·刘允济传》，第５０１３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文艺中·刘允济传》，第５７４９页。
《旧唐书》卷一百《尹思贞传》云思贞神龙初为御史大夫李承嘉所劾，出为青州刺史。“黜陟使、卫州司马路敬潜八月至州，
……特表荐之。”（第３１１０页）刘允济为尹思贞属官（长史），得路敬潜称荐，必当在此时。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八九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１０５９８页。
贾晋华先生认为刘允济卒于景龙二年（７０８），未知何据。参见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于诗人群研究》，第４４页。
王溥《唐会要》卷十一云：“垂拱三年，毁乾元殿，就其地创造明堂……因改河南县为合宫县，左史直弘文馆刘允济上《明堂
赋》。”可见刘允济曾当值于弘文馆（即修文馆），但其时非学士。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九十九《崔日用传》，第３０８７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二一《崔日用传》，第４３３０页。
王溥撰，方诗铭等标校：《唐会要》卷五十五，第１１１５页。
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卷十，第３０９页。
李迥秀。《旧唐书·李大亮传》附《李迥秀传》云：“景龙中，累转鸿胪卿、修文馆学士。”①《新唐书·
李大亮传》附《李迥秀传》云：“中宗即位，召授将作少监。累迁鸿胪卿、修文馆学士。”②考李迥秀参与
修文馆学士活动与相关诗文，发现他于景龙二年（７０８）九月九日与诸学士侍中宗游慈恩寺，有诗《奉
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景龙三年（７０９）八月、九月、十月皆参与修文馆学士活动数次。李迥
秀身份特殊，地位甚高，疑此时已为修文馆学士。
褚无量。《旧唐书·褚无量传》云：“景龙三年，迁国子司业，兼修文馆学士。是岁，中宗将亲祀南
郊，诏礼官学士修定仪注。国子祭酒祝钦明、司业郭山恽皆希旨，请以皇后为亚献，无量独与太常博
士唐绍、蒋钦绪固争，以为不可。”③《新唐书·儒学下·褚无量传》记载略同。明言褚无量为修文馆学
士在景龙三年（７０９）。
张说。《旧唐书·张说传》云：“景龙中，丁母忧去职，起复授黄门侍郎，累表固辞，言甚切至，优诏
方许之。是时风教颓紊，多以起复为荣，而说固节恳辞，竟终其丧制，大为识者所称。服终，复为工部
侍郎，俄拜兵部侍郎，加弘文馆学士。”④《新唐书·张说传》云：“中宗立，召为兵部员外郎，累迁工部、
兵部二侍郎，以母丧免。既期，诏起为黄门侍郎，固请终制，祈陈哀到。时礼俗衰薄，士以夺服为荣，
而说独以礼终，天下高之。除丧，复为兵部，兼修文馆学士。”⑤据陈祖言《张说年谱》，张说景龙元年
（７０７）十一月始丁母忧，两《唐书》既云“终制”，则复出当在景龙三年（７０９）十一月⑥，其为修文馆学士，
也当在随后不久，很可能在十二月，此时他开始多次参加中宗及修文馆学士的活动。
韦湑。《新唐书·外戚·韦湑传》云：“湑初兼修文馆大学士，时荧惑久留羽林，后恶之，方湑从至
温泉，后毒杀之以塞变，厚赠司徒、并州大都督。湑兄弟颇以文词进，帝方盛选文章侍从，与赋诗相娱
乐，湑虽为学士，常在北军，无所造作。”⑦前文所引《唐诗纪事》卷九云幸温泉事发生于景龙三年（７０９）
十二月十二日，韦湑既在此时被毒杀，其为修文馆学士当更在此前。既云“帝方盛选文章侍从，与赋
诗相娱乐”，韦湑已为学士，疑其入选在景龙二年（７０８）。
至此，景龙年间修文馆学士的人选和入选顺序，已经相对明了。景龙二年（７０８）入选者有李峤、
宗楚客、刘宪、崔湜、岑羲、郑愔、李适、卢藏用、李乂、刘子玄、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
赵彦昭、苏颋、沈佺期、阎朝隐、韦湑、李迥秀、徐坚、韦元旦，共二十三人。景龙三年（７０９）入选者有韦
嗣立、徐彦伯、褚无量、崔日用、张说，共五人。景龙四年（７１０）入选者为刘允济，共一人。三年入选修
文馆学士总数二十九人，与《玉海》所说的“学士二十九人”完全吻合。这似非偶然，景龙修文馆学士
人选问题，并无太大疑问⑧。
三、景龙修文馆各类学士员数考辨
景龙修文馆三类学士的实际员数，可能与最初计划并不一致，有必要进行考辨。
第一是景龙修文馆大学士的员数。《绀珠集》、《类说》、《唐会要》、《新唐书》、《资治通鉴》、《玉海》
诸书，皆云大学士四员，《旧唐书》却云大学士八员。虽然学界普遍认为《旧唐书》记载有误，但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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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六十二《李大亮传》附《李迥秀传》，第２３９１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九十九《李大亮传》附《李迥秀传》，第３９１４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二《褚无量传》，第３１６５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九十七《张说传》，第３０５１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二五《张说传》，第４４０６页。
杜佑《通典》卷八十一、卷八十七、卷一百等多处皆云古制三年之丧，实为二十五个月。《旧唐书·张柬之传》载张柬之驳王
元感，引《春秋》、《尚书》、《礼记》、《仪礼》等典籍，力证三年之丧为二十五个月，时人皆认为张柬之所言合于礼典。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六《外戚·韦湑传》，第５８４４页。
《旧唐书》卷一八九下《儒学下·韦叔夏传》云：“（神龙）三年，拜国子祭酒。累封沛国郡公。卒时年七十余……赠兖州都督、
修文馆学士，谥曰文。”（第４９６５页）《新唐书》卷一二二《韦安石传》附《韦叔夏传》亦云：“（叔夏）卒，赠兖州都督、修文馆学士，谥曰
文。”（第４３５５页）追赠修文馆学士，非实际授官，不当入“二十九人”之列。
统计的情况来看，景龙年间至少有五位修文馆大学士，他们是：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韦湑。
这个现象如何解释呢？因为大学士有资历上的要求。《新唐书》记修文馆时云：“武后垂拱后，以宰相
兼领馆务，号馆主。”①馆主实即大学士，可见要做大学士，首先要有宰相的身份。据两《唐书·中宗
纪》，景龙三年（７０９）三月，太府卿韦嗣立守兵部尙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兵部侍郎赵彦昭为中书侍郎同
中书门下平章事，可见景龙二年（７０８）他们还不是宰相，不当为大学士。《唐会要》云景龙二年十月四
日兵部侍郎赵彦昭为学士的说法，有一定依据。事实上，与赵彦昭、韦嗣立同时升为宰相的，还有修
文馆学士崔湜、郑愔。景龙四年（７１０）六月，修文馆学士岑羲，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可见，整个景龙
年间，修文馆学士而为宰相者有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崔湜、郑愔、岑羲七人。韦湑虽非宰
相，但身为外戚，为左羽林将军、曹国公，地位甚高，品秩不亚于宰相，为修文馆大学士也在情理之中。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修文馆学士的设置，背后的操纵者是上官婉儿，她与崔湜的关系又十分密切，崔
湜因此为大学士的可能性，无疑是很大的。
但是，崔湜和郑愔只做了两个月的宰相，就因铨综失序，为御史所劾，黯然下台。韦湑本非以文
采见长，景龙三年（７０９）为韦后所杀，岑羲为宰相不过七日，李隆基就发动政变，一举摧毁韦氏势力。
因而，真正为当时人认可的修文馆大学士，其实还是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四人。
第二是景龙修文馆学士的员数。关于修文馆学士员数，《旧唐书》未提及，《资治通鉴》云十二员，
其他诸书皆云八员。《唐会要》所及学士，先有刘宪、崔湜、岑羲、郑愔、李适、卢藏用、李乂、刘子玄八
人，复有赵彦昭、苏颋二人，此外尚有经过我们考证出来的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崔日用、李迥秀、褚
无量、张说七人。还有一个人，值得一说，薛稷。苏颋有两篇涉及薛稷的文章，一为《授薛稷中书侍郎
制》云“银青光禄大夫行黄门侍郎修文馆学士河东县开国男参知机务薛稷”②，另一为《授薛稷谏议大
夫制》云“门下中散大夫行尚书礼部郎中修文馆直学士河东县开国男薛稷”③，可见薛稷先为直学士，
后又升为学士。所以，景龙年间为学士者，实际人数达到十八人。
学士一职，有资历要求。《唐六典》卷八云：“弘文馆学士……五品已上，称为学士。”④上述十八
人，全部满足了这一条件。所谓八人、十二人乃至十八人者，各有依据：八人是最初所定员数，十八人
是实际任过学士的人数，十二人乃为十八名学士中因升格或其他原因退出学士后所余学士数⑤。
第三是景龙修文馆直学士的员数。《资治通鉴》云直学士八员，其他诸书皆云直学士十二员。
《唐会要》中给出了五名人选：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新唐书》中除了此五人外，还
增加了沈佺期和阎朝隐。此外，还有刘允济。恰好八人。《通鉴》所言，实有根据。需要说明的是，直
学士也有资历要求，《唐六典》卷八云：“弘文馆学士……六品已下，为直学士。”⑥马怀素、宋之问、武平
一、杜审言、沈佺期五人皆符合六品以下这个标准，其他三人则需要考证。《唐会要》云薛稷为修文馆
直学士时，官吏部侍郎，这可能是错误的。据《唐六典》，吏部侍郎正四品上，与直学士一职相距太大。
前引苏颋文云“门下中散大夫行尚书礼部郎中修文馆直学士河东县开国男薛稷”，陈冠明先生云：“授
谏议大夫前为礼部郎中，则初为直学士时当是吏部郎中。”⑦意即吏部侍郎为吏部郎中之误，此说可
从。吏部郎中、礼部郎中皆从五品上，也已达到学士的资历要求，他为直学士是个特例。另外两位，
阎朝隐为著作郎，刘允济为上州长史，皆从五品上，按照惯例，亦可为学士。但他们与前面的诸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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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七《百官志二》，第１２０９页。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五○《授薛稷中书侍郎制》，第２５２９页。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五○《授薛稷谏议大夫制》，第２５３０ ２５３１页。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八，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２５４页。
《资治通鉴》卷二○九《唐纪二十五》：“（景龙三年十一月）上召前修文馆学士崔湜、郑愔入陪大礼。”（第６６３７页）既云“前”，
可见此时崔湜、郑愔二人已非修文馆学士。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八，第２５４页。
陈冠明：《苏味道李峤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６０页。
士相比，则品秩偏低，故只能为直学士。由此亦可看出，景龙年间修文馆直学士的地位不低。
《唐会要》及《新唐书·文艺中·李适传》中关于修文馆学士种类和员数的记载，一向为人所重，
多被引证，而出自《景龙文馆记》的所谓三类学士象征“四时、八节、十二月”的说法，在学界也甚为深
入人心。然而，由以上考辨可知，这些说法有正确的一面，也有不够准确的地方。倒是在此事记载上
令人困惑的《资治通鉴》，给出的信息虽然有限，却相对准确，符合司马光著史的谨严作风。至此，关
于三类学士及其员数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给出大致清楚的结论：景龙二年（７０８）置修文馆学士，最初
的计划可能是大学士四人，学士八人，直学士十二人，但在实际操作的时候，遇到了困难或意外，三类
学士实际员数都与原来计划不符，甚至出现一定的反差，这导致后代史书记载此事的讹乱。完全复
原虽不可能，但大致面貌依然可以辨析。
四、景龙修文馆宫廷文学之评价
修文馆不是唐景龙年间突然出现的，它从唐初就有了。据《唐六典》卷八，武德初置修文馆，学士
无定员，武德末改为弘文馆，神龙元年（７０５）避孝敬皇帝李弘讳改为昭文，神龙二年（７０６）又改为修
文，景云二年（７１１）改为昭文，开元七年（７１９）又改为弘文，隶门下省。其职能是典校理，司撰著，兼训
生徒。显然，修文馆学士本质上是学者而非文学家。
但是，景龙年间的修文馆及其学士与此前有了一些显著不同。第一，学士员数在理论上固定了。
固定学士员数的意义，在于学士选拔的标准提高，学士成为崇高的荣誉而为官员所格外歆羡。如《旧
唐书·宋之问传》云：“时中宗增置修文馆学士，择朝中文学之士，之问与薛稷、杜审言等首膺其选，当
时荣之。”①又如前文所引《唐诗纪事》卷十所载崔日用求为学士一事，崔日用身居御史中丞，却羡慕修
文馆学士，而且有“鹓鸾”、“杞梓”之喻，不难看出成为修文馆学士是何等荣耀的事情。第二，修文馆
学士的职能已经不再是校理、撰著典籍及教习生徒，而是大量参加文学活动。说到这一点，不能不说
一下唐中宗。唐中宗自己的文学水平如何，很难判定②，但他对文学的热爱，对文学活动的扶持、推
动，令人称奇。从景龙二年（７０８）四月增置修文馆学士起，到景龙四年（７１０）六月他被鸩杀止，短短两
年余，以他为中心的大型文学活动近六十场。这个时期的修文馆学士，主要任务就是参加各种各样
的游乐活动，并用诗的形式将其记录与描写。创作于这两年间的数百首宫廷诗歌，目前依然在流传。
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贾晋华先生和陶敏先生已经做得非常深入，不再赘述。
有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扶持，有这么多天才文人参与创作，景龙宫廷文学本该成为文学史上的一
座高峰，而事实上却大谬不然。
首先，景龙宫廷诗人本身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创作出什么优秀的作品。李峤、杜审言、沈
佺期、宋之问、张说、苏颋等人，在整个唐代，都算得上优秀的诗人，然举凡李峤的《汾阴行》，宋之问的
《度大庾岭》、《度汉江》，张说的《邺都引》、《灉湖山寺》、《蜀道后期》，苏颋的《汾上惊秋》等，这些代表
性的优秀诗篇，几乎无一产生于景龙年间。虽然杜审言此间作有《奉和七夕侍宴两仪殿应制》为人称
道，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跟他此前所作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度湘江》、《送崔融》等相比。沈佺期
的《奉和韦嗣立山庄应制》，是景龙年间奉和应制诗的代表，如将其与他的《独不见》、《夜宿七盘岭》、
《杂诗·闻道黄龙戍》等比较，质量上的差距亦不啻云泥。可以这样说，景龙修文馆的文学活动，至少
在创作的题材上没有给文学家带来刺激，千人一面的颂扬，迫于情势的阿谀，扼杀了文学的生命和活
力。景龙修文馆学士的生活面十分狭窄，他们几乎成年累月地生活在以唐中宗为代表的聚会游宴
中，辗转于宫廷、贵族庄园、游乐场所，醉生梦死。当文学家被“饰以金镳，飨以嘉肴”式地“圈养”之
后，就失去了创作所必需的“长林丰草”，野性渐失，纯真渐去，只按照“套路”来粉饰太平，虚应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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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中《文苑中·宋之问传》，第５０２５页。
《全唐诗》收唐中宗诗七首，是否有他人代笔，不详。《全唐文》收唐中宗文二卷，主要是朝廷公文，当非其自作。
灵感的钝化在所难免。
其次，以景龙修文馆学士为代表的宫廷文学风气，压抑了此前出现的进步文学潮流，一定程度上
阻碍了唐代文学的健康发展。从梁代中期到唐景龙年间，宫廷文学走过了近一百八十年的历史，其
弊端早就受到有识之士的抨击。初唐四杰不仅以创作上的实绩，向宫廷文学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
而且都有理论批评，卢照邻的《南阳公集序》、《乐府杂诗序》，骆宾王的《和闺情诗启》，王勃的《上吏部
裴侍郎启》，杨炯的《王勃集序》等虽然各有侧重，但无一不在表达对流行于世的宫廷文学的强烈不
满。盛唐以来，初唐四杰获得了崇高的文学地位，可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却一直沉沦下僚，这当然有
多重原因，然与主流文学观念的分歧，也是不得不予考虑的因素。四杰并不孤独，一定程度上，“方外
十友”呼应、继承并发扬了他们的文学主张。“方外十友”中包含了高宗后期到武周年间非常著名一
批文学家如陈子昂、宋之问、杜审言、卢藏用，他们曾经意气风发，以文学之天下为己任。陈子昂在其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对“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文学现象大加挞伐，标举汉魏风骨，其《感遇
诗》三十八首及《登幽州台歌》等作品，则全面贯彻了自己的主张。卢藏用的《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
比陈子昂更公开、直接地指斥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文学：“天之将丧斯文也，后进之士若上官仪者，
继踵而生，于是风雅之道，扫地尽矣！”卢藏用对陈子昂的创作推崇之极：“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
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至于感激顿挫，微显阐幽，庶几见
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者，则《感遇》之篇存焉。”①至于宋之问和杜审言，虽没有什么创作理论名
世，但却以他们的创作实践，呼应着陈子昂们的文学主张。
然而，历史显示出极具讽刺性的一面。陈子昂死后，卢藏用、宋之问、杜审言无一例外地加入宫
廷文学作者队伍，并在景龙年间成为修文馆学士，创作他们曾痛加贬斥的那类没有性情、堆砌辞藻的
官样作品。大约人到中年，面对人生挫折，仕途蹭蹬，曾经的锐气与锋芒已大为减弱，甚至为了功名
利禄不免讨好、谄媚那些能决定他们命运的权贵。此时此刻，距离他们曾经慷慨激昂地追求的“汉魏
风骨”、“风雅兴寄”，不仅非常遥远，甚至完全对立了。显而易见，以陈子昂为代表的文学革新活动，
在武周时期已备受摧残，在景龙时期则全军覆没。有鉴于此，说修文馆学士为代表的宫廷文学活动，
延缓甚至阻碍了初唐文学的健康发展，大约是不该有什么疑义的。
第三，修文馆学士为代表的宫廷文学活动，影响巨大，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文坛创作风气，部分屏
蔽了与之旨趣相异的文学创作，妨碍了新兴文学的发展。《旧唐书·文苑中·贺知章传》云：
　　先是神龙中，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
俊秀，名扬于上京。朝万止山阴尉，齐融昆山令，若虚兖州兵曹，巨监察御史。融遇张九龄，引为
怀州司户、集贤直学士。数子人间往往传其文，独知章最贵。②
来自南方的一批优秀诗人，其中不乏贺知章、张若虚这样留下千古绝唱的诗歌圣手，在神龙、景
龙年间几乎湮没无闻，如果不是开元诗歌春天的来临，也许文学史上都不会留下他们的名字。须知，
贺知章在武周证圣元年（６９５）已中进士，到景龙年间已入官场十数年，年已半百，在文坛却寂寂无闻，
很可能是他的创作与当时宫廷文学的趣味不合。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整个唐朝都不为人所重，
可能是此人在宫廷文学甚嚣尘上的时代，根本不为世人所知。《旧唐书·贺知章传》还记载了一件
事：“神龙中，有尉氏李登之，善五言诗，蹉跌不偶，六十余，为宋州参军卒。”③一个擅长五言诗的诗人，
于今却一首诗都没有留下来，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著名诗人员半千，也是此中典型，他在武周初
期，两为弘文馆学士，因忤张易之兄弟和武三思，先后被外放，景龙年间增置修文馆学士，亦无其份，
作品零落殆尽。李登之、员半千跟南方文人一样，因为他们的为人与创作皆与上层宫廷文人异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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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地遭到排斥，作品只能在小范围流传，亡佚在所难免。
景龙修文馆学士在唐中宗扶持下大搞宫廷文学活动的时候，著名诗人张旭、张九龄、王之涣、孟
浩然等皆已成年，但其创作成名皆在开元间，原因无他，就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与景龙宫廷文学风尚格
格不入。
景龙年间修文馆学士的文学创作，说到底是应酬文学，是游戏文学，真感情不多。喧嚣浮躁的景
龙文坛，没有产生经典名作，这是不争之事实。景龙文人诸多集会，相互交流，大量创作，使诗歌的形
式与技巧得到了很大发展与提高。但是，盛唐时期的伟大诗人，究竟从景龙宫廷诗歌的形式和技巧
上得到多少助力，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五、结　论
关于景龙修文馆学士的记载，现存文献互相矛盾之处颇多。一些典籍拘泥于《景龙文馆记》所谓
的“大学士四人，象四时；学士八人，象八节；直学士十二人，象十二月”的记载，将员数与入选为学士
者严格对应，结果方枘圆凿。事实上，增置学士的计划是一回事，实际操作过程又是一回事，两者并
不完全一致。而且，同一人可由学士升大学士，如赵彦昭；可由直学士升学士，如薛稷。经过考证，景
龙年间修文馆学士总人数为二十九人，皆可一一对应到具体人选，其中可考大学士五人次，学士十八
人次，直学士八人次，共三十一人次，但其中赵彦昭与薛稷一身二任，所以依然为二十九人，与《玉海》
叙录《景龙文馆记》中的学士数完全吻合。景龙年间的修文馆学士，地位很高，影响甚大，历代史家都
不可避免地予以关注。但是，修文馆及学士的设置，是持续进行的，计划的同时，常常又有变化。用
静止的眼光，仅仅依据某一特定时期的记载，来推断修文馆大学士、学士、直学士的员数和人选，往往
与历史事实有一定出入。即便是躬逢其时且入选修文馆直学士的武平一，所记也不能完全体现此期
学士设置的具体实际。因而，结合存世的相关文献，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恢复历史事实的原貌，得
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兼具史学和文学研究的双重意义。景龙年间的宫廷文学活动，延续了武周时期
的繁荣，甚至在频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充分体现了以唐中宗为代表的上层统治者对文学的热情。
正是他们的积极提倡，才使当时社会上弥漫着崇尚文学创作的风尚，这对于初盛唐文学的良性发展，
具有宏观引导的意义。但是，景龙年间宫廷文学创作的质量，较之此前的武周时期，并没有什么提
升，更不能与随后的盛唐文学相提并论，在文学史上难免地位尴尬。景龙修文馆学士中，不乏文学名
家，但他们在景龙年间鲜有佳作，可见此时的文学生态出了问题。一些不利于文学发展、创新的因
素，日渐凸显，制约了作家的文学创造力。客观而言，景龙修文馆学士的文学活动只能算是应酬与游
戏，没有产生经典作品。不仅如此，还压抑了此前出现的创新性文学潮流，使进步的文学家及相关创
作理念，逐渐走向边缘化，部分屏蔽了与之旨趣相异的文学创作，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唐代文学的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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